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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权制度的体系构建

———以养殖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为中心

王利明*

摘要 在我国《渔业法》修改中,迫切需要准确认定养殖权的用益物权的性质。虽然养殖权需要

经由行政许可设立,但是养殖权是一项由《民法典》确认的独立用益物权类型。养殖权具备了用益物

权的权利属性和特点。承认养殖权为用益物权,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养殖权体系规则。将养

殖权界定为用益物权,也有利于通过《民法典》有关物权保护的规则对渔民的权利提供保护。《渔业

法》应当以《民法典》为基础,进行修订完善,按照用益物权属性完善养殖权制度,通过物权登记设立养

殖权。明确养殖权作为物权的内容,通过物权的保护方法对养殖权人的权益进行保护。基于养殖权

的用益物权性质,养殖权的设定、流转、征收、保护等均应当适用物权的一般规则。养殖权与海域使用

权是两项不同的权利,二者之间存在联系,但也可能存在冲突。在发生冲突时,可以依据物权冲突的

一般规则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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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所谓养殖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国有或集体的水域、滩涂养殖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中国

是水产养殖大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116万吨,已经连续35年居世界首位。〔1〕实现渔业养殖的

高质量发展,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有力保障。因此,准确认定养殖权的

性质、权利取得条件、取得方式、权利行使与保护等,对于促进和保障我国渔业养殖业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我国法上养殖权的概念源于1986年《渔业法》所规定的渔业使用权。《渔业法》实施近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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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本文为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
国民法典实施中的重大疑难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3&ZD152)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冯添:《渔业法迎来修订,唱响高质量发展“新渔歌”》,载《中国人大》2025年第1期。



来,对于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合法权益,促进渔业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现行《渔业法》并没有对养殖权作出明确规定。目前,该法的修改已经启动,
修订草案已经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新增的第23条提出了“养殖者合法权益保护”,规定:“使用养

殖水域滩涂规划范围内的水域、滩涂合法从事养殖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是一个重大亮点。但合

法从事养殖的权利究竟是何种性质的权利,修订草案并没有明确回答。可以说,在我国《渔业法》
修改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准确认定养殖权的性质,以及是否有必要通过将

养殖权纳入《民法典》所规定的物权体系,以加强养殖者权益保护,促进我国渔业养殖业的高质量

发展。本文拟对此提出初步意见,期待能够为养殖权制度的构建提供助益。

一、构建以用益物权为中心的养殖权制度体系

(一)《民法典》确认了养殖权是用益物权

养殖权并非完全是特别法所规定的概念,其属于渔业权的范畴。《民法典》第329条和《渔业

法》所规定的渔业权,主要是指权利人在特定水域、滩涂从事养殖和捕捞的权利。依学界通说,“渔
业权”包括民事主体在特定水域从事水产动植物养殖、捕捞的权利。〔2〕虽然养殖权和捕捞权有一

定的共性,即二者都需要利用特定的水域、滩涂行使权利,但二者在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尤其是权

利是否具有排他性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渔业权中的养殖权,而不探讨

捕捞权问题。
在《民法典》编纂中,关于养殖权的性质究竟为公权力还是私权利,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主要

有三种观点:一是行政许可权说。持公权力的观点认为,该行为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许可,当事人取

得的也并非用益物权而是一项特许物权。〔3〕 从养殖证的颁发程序来看,一般都是相关当事人向

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有关部门经过审核认为符合条件的,才会为相关主体颁发养殖证,且通常不会

办理登记。当事人取得养殖证的时间也是其取得养殖权的时间,实践中也一般将该行为认定为行

政许可。〔4〕养殖权基于行政许可而产生。二是用益物权说。持私权利的观点则主张,养殖权是

在他人的水域之上存在的物权,其内容在于权利人使用属于他人所有的水域,并获得和保持水生

动植物。〔5〕三是混合权利说。从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大都规定养殖权确实兼具公权力和私权利

的一些特征,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养殖权“是一种公权和私权并存的权利结构”〔6〕。《民法典》第

329条虽然对养殖权作出了规定,但其究竟属于物权还是行政特许权利,仍然存在争议。依据《渔
业法》第11条第1款:“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单位

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

殖生产。”修订草案第20条维持了该规定。
笔者认为,养殖权应当属于《民法典》所规定的特殊的用益物权,主要理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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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宪忠主编:《中国渔业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参见王克稳:《“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的行政法解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

2020年第4期,第55页。
参见陈迎:《政府可以对同一养殖水面同时核发土地使用权证与养殖证》,载《人民司法(案例)》2011年

第10期,第52页。
参见韩英夫:《渔业权的物权结构及其规范意涵》,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1期,第48—51页。
税兵:《论渔业权》,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142页。



第一,从体系解释来看,《民法典》在第329条将养殖权规定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之中,应
当将其认定为用益物权。《民法典》将养殖权纳入用益物权的体系之内,与矿业权、取水权等一起

列入准用益物权的类型之中,具有合理性。因为一方面,这两类权利都是利用国家或集体的水域、

滩涂等进行养殖、捕捞,并进行使用、收益的经营活动,且其内容也都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对于

养殖、捕捞的产品也享有独立的处分权利,因此,其与典型的用益物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7〕 另

一方面,与典型的用益物权相比,养殖权又具有其特殊性。例如,在对滩涂、水面的利用上,养殖权

的设立一般采用行政审批的方式,具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尤其是渔业权的取得要经过行政许

可,权利的内容、期限等都是由行政许可确定的,权利人在行使养殖权时也负有较多的公法上的义

务。同时,养殖权的客体也具有特殊性,考虑到水温、水深、水流等因素,养殖权的客体在一定程度

上具有不特定性。〔8〕这都是养殖权与其他典型用益物权的不同之处。因此,《民法典》将其归入

准用益物权之中,是较为科学合理的。

第二,从历史解释看,《民法典》有关养殖权的规定源于原《物权法》,而原《物权法》规定养殖权

旨在保护渔民的利益。〔9〕 根据原《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报告等相关资

料,《物权法》对养殖权作出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相关法律对渔民养殖权保护力度不够的问

题。〔10〕其权能与用益物权是一致的,同时也需要办理登记并进行公示,符合物权的公示原则。〔11〕

正如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一样,养殖权物权化也是为了保护渔民的利

益。《民法典》延续了《物权法》的规定,将养殖权规定为一项用益物权,从而可以通过《民法典》中
物权保护的规则保护养殖权,这也可以为养殖权这一物权的设立与保护等提供法律依据,〔12〕为渔

民权利保护提供更完善的依据。

第三,从目的解释看,将养殖权界定为一种物权,有利于使养殖权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权利。

养殖权人设立并取得养殖权的目的是利用特定的水域、滩涂进行养殖活动,而不应当包括其他活

动。为了保护环境和水生物种的安全,保证养殖业的有序发展,法律法规等对养殖权人从事养殖

的活动也规定了一定的义务。但由于养殖活动有利于促进水生动植物的繁衍与资源的再生,满足

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所以,国家鼓励养殖权人积极从事养殖活动,保证水

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对养殖权人来说,法律应当体现对权利人的权利的充分尊重,而不

能作过多的干预。同时,由于养殖是一种高投入的产业,如果对这种权利的行政干预过多,则不利

于权利人对其未来收益产生合理的预期,从而挫伤其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提升我国养殖业的科

技含量和经营水平,向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经营方向发展。从这一点上讲,养殖权与捕捞权之间

存在较大的差别。养殖权人的权利具有一定的复合性,权利人不仅可以占有一定的水域,还可以

使用该水域养殖水生动植物,并享有保持该水域水生动植物的生长状态的权利。〔13〕 因此,《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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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414页。
参见崔建远:《论争中的渔业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参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页。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法律出

版社2007年版,第66、91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

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见前注〔7〕,黄薇书,第387页。
参见梅夏英、高圣平:《物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法》立法者需要更多地尊重养殖权人的意思自治,维持养殖权的长期稳定,反映权利本位的价值

取向。〔14〕

第四,养殖权物权化符合物权法定原则。《民法典》之所以在物权编中规定养殖权,也是为了

通过物权保护规则保护养殖权。与《合同法》不同,虽然《合同法》主要规定了各种有名合同,但有

名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类型,也受《合同法》的调整。但《物权法》贯彻物权法定原则,其规定物权

类型旨在对物权进行正面确权,而且此种确权是一种仅针对物权的确权,即只有《物权法》规定的

权利发生争议才适用确权。因此,《物权法》在规定物权类型时,会对物权类型进行封闭列举,而且

凡是《物权法》通过正面确权的方式所规定的绝对权,都应当属于物权。既然《民法典》物权编对养

殖权作出了规定,在解释上也应当将其界定为一种物权。
应当看到,养殖权的取得必须取得政府的行政许可,但并不能据此否定其物权属性。因为一

方面,养殖要利用国有或集体的海域、湖泊、滩涂等,而养殖过程中又很容易造成水质的污染等有

害环境行为。因此,国家需要对养殖经营者的资质等级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即养殖权的取得必须

通过行政许可。〔15〕另一方面,对海域、水面等自然资源的利用,国家需要进行整体规划,才能发挥

水域的综合利用的功能。因此,需要政府对水面养殖实施行政许可,以保障国家规划的实现,维护

水域环境,防止在养殖过程中污染水面和环境或者将水面荒芜。〔16〕可见,养殖权的取得虽然需要

取得行政许可,但行政许可与养殖权的物权属性并不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是否确定了其

为物权类型,当事人是否通过物权设定的要求,如达成合意、进行公示等,至于当事人在设立该权

利前是否需要行政审批,并不影响其物权属性。因此,不能以养殖权有行政审批这一前置条件而

否定其物权属性。正如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也需要行政审批一样,养殖权的取得虽然需要行政

审批,但并不影响其为一项物权。
(二)《民法典》第329条确认养殖权为用益物权的合理性

在原《物权法》制定时,立法机关就认为,《渔业法》将有关养殖的权利作为行政许可权利,是从

行政管理的角度对权利进行规范的,物权属性并不明确。〔17〕因此,应当在《物权法》用益物权中规

定养殖权等,其权能与用益物权是一致的,并应当按照物权公示原则通过办理登记进行公示。〔18〕

依据《民法典》第329条规定,权利人“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据此,
有观点认为,仅从该条的文义来看,《民法典》旨在宣示权利人享有的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

保护,并未明确提出养殖权和捕捞权的概念,更没有确认其为物权。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民法

典》之所以在用益物权中列举养殖等权利,并与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等并列规定,旨在确认

其用益物权属性。《渔业法》等法律确认的权利,“这些权利的物权属性并不明确,财产权利的内容

并不完善,更缺少对这些权利相应的民事救济措施。因此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侵犯权利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19〕《民法典》物权编在用益物权中规定养殖权等权利,旨在明确这些权利受物权以及

相关法律保护。〔20〕这也符合物权法通过物权法定方式确认物权的特点。笔者认为,养殖权虽然

与其他用益物权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其具备了物权的基本属性,《民法典》将养殖权规定为用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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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6〕,税兵文。
参见徐涤宇:《我国渔业权立法的对策和建议》,载《环境资源法论丛》2004年第1期,第263—264页。
参见崔建远:《关于渔业权的探讨》,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3期。
见前注〔11〕,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书,第225页。
同上注。
见前注〔7〕,黄薇书,第387页。
同上注。



权具有合理性,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养殖权具备了用益物权的权利属性和特点。一是养殖权具有支配性。养殖权人只有支

配特定的水域才能进行有效的养殖活动,〔21〕养殖权的行使也不需要借助于特定债务人的履行行

为予以辅助,即养殖权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权利,他人仅负有不得妨碍养殖权人行使权利

的义务。同时,养殖权的实现也需要明确养殖权人与其他权利人之间的权利边界,这在客观上也

需要明确养殖所需要使用的水域、滩涂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公示。事实上,一旦水域或滩涂

的四至确定,便可以通过登记的方式明确权利人支配的特定水域,从而对外予以公示。因此,水
域、滩涂的确定性和可公示性也为养殖权人行使支配权奠定了基础,并划定其权利行使的界限。

二是客体具有相对特定性。养殖权是针对特定的水域进行利用而享有的权利。在养殖权设定后,

权利人需要占有特定的水域或滩涂,并对其享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这也必然要求水域使用的范

围、面积特定化。〔22〕与此同时,养殖权还包括了持续性地保有水生动植物所有权的权能。不论养

殖方式和养殖水产品种类如何,这些水生动植物的所有权归属都可以基于水域、滩涂范围的确定

而归属于权利人。因而,养殖权具有成为一项支配权的必要条件。三是养殖权在效力上具有一定

的排他性。养殖权的排他性体现为:同一特定的水域或滩涂之上不能并存两个养殖权,或存在养

殖权与从事海上建筑的海域使用权的相互冲突。养殖权人享有的权利可以排除他人在同一水域、

同一期限内从事养殖活动。〔23〕当然,养殖权的排他性旨在排除与养殖权的权利内容、权利行使相

冲突的物权,如果其他物权的存在并不影响养殖权的行使,则其可以与养殖权并存。例如,其他权

利人主要将水域、滩涂用于水面航行、旅游等,则其与养殖权并不冲突,二者可以并存。

第二,承认养殖权为用益物权,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构建完整的养殖权体系规则。承认养殖权

为一项准用益物权后,应当依据《民法典》用益物权制度修改和完善《渔业法》关于养殖权的制度规

定。〔24〕一方面,既然承认养殖权为一种准用益物权,那么其设定不能简单地通过行政审批的方

式,而应当采取《民法典》所规定的“合意+公示”的方法。从实践来看,在养殖权的设定过程中,申
请人与管理机关之间并没有订立养殖权合同,缺乏对权利义务关系的明确约定,因而容易引发各

种纠纷。例如,养殖权受到第三人包括行政机关的侵权(如无正当理由收回养殖证)的情形下,如
何排除第三人的侵害并对权利人提供救济,存在疑问。同时,养殖权的公示也不宜完全采用登记

造册的行政管理方式,而应该通过登记纳入物权公示的框架下,并且应该允许第三人查阅,以保障

交易安全。另一方面,在特别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准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则。例如,在权利

的设定、内容等方面,如果《渔业法》等特别法没有进行规定,则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尤其是

确认其是一种准用益物权之后,对于此种权利的流转、保护等都可以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这
就更加有利于保护渔业权人的利益,并为以后渔业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制度空间。

第三,将养殖权界定为用益物权,也有利于通过《民法典》有关物权保护的规则对渔民的权利

提供保护。有学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有的渔民在权益受损(如内湖内河被污染导致饲养鱼虾大

量死亡)后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但行政机关对污染人的罚款等行政处罚无法直接补偿渔民

权益;反之,将养殖权物权化,就可以为渔民提供权益受侵害时主张损害赔偿、停止侵害等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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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见前注〔2〕,孙宪忠书,第9页。
参见金可可:《渔业权基础理论研究》,载《环境资源法论丛》2004年第1期,第308—309页。
参见崔建远:《中国民法典释评·物权编(第二版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6—77页。
见前注〔7〕,黄薇书,第387页。



基础。〔25〕此种观点值得赞同。承认养殖权是一种物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作为政府主管部门,

也不能随便限制和改变养殖权的权利内容。在水域、滩涂资源价值日益增长的背景下,将养殖权

界定为用益物权,有利于养殖权人通过民事权利的设立和变动等方式利用水域、滩涂。养殖权人

只有长期、稳定地占有、使用特定的水域,才能实现其获得收益的目标。〔26〕 这不仅有利于有效利

用水域、滩涂资源,也有利于实现养殖权的市场化流转。〔27〕“有恒产者有恒心。”在将养殖权界定

为物权之后,其将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财产权利,从而促进权利人大胆地对养殖业进行长期投资,

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民法典》作为基础性法律,确立了养殖权的用益物权性质,《渔业法》应当以《民法典》为基础,

进行修订完善。〔28〕修订草案重复了《民法典》“使用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范围内的水域、滩涂合法从事

养殖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的规定,这是必要的。但是,简单重复《民法典》的规定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依

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按照用益物权属性完善养殖权制度,通过物权登记设立物权,明确养殖权作

为物权的内容,通过物权的保护方法对养殖权人的权益进行保护。当然,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适用

的原则,利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首先应当适用《渔业法》等特别法律规定。〔29〕

二、养殖权作为用益物权的具体构造

(一)养殖权的设定

“只有意思表示与物权公示结合在一起,才能引起物权的变动。”〔30〕在将养殖权定性为用益物

权的基础上,应当遵循用益物权设定的一般规则确定养殖权的设定规则,即依据养殖权设定的水

域、滩涂权利主体的不同,分别适用合同+登记或合同的方式。

第一,合意。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需要合意。在养殖权的设定中,当事人首先应当就养

殖权的设立订立合同,明确养殖权的内容、范围等,并明确其义务,特别是在涉及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义务。相较于由政府单方面设定权利范围的行政许可方式,订立合同的方式可以明确双方的权

利义务、更好地保护养殖权人的利益。同时,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行政管理的相关要求。

当然,养殖权的设立涉及对相关水域、滩涂的使用,其可能需要依法进行审批,但其与当事人通过

合同的方式设立养殖权之间并不冲突。

与行政审批的方式相比,通过合同方式设立养殖权主要具有如下优势:一是有利于明确养殖

权的期限、内容与范围。在通过行政审批方式设立养殖权的情形下,只能在养殖证中对养殖权的

内容进行记载。与合同方式相比,此种方式记载的养殖权的内容较为简略,其所确立的养殖权的

内容可能不够清晰,无法具体确定养殖权的内容。而通过合同方式设立养殖权,当事人则可以在

合同中对养殖权的内容进行详细记载。二是有利于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在通过行政审批

方式设立养殖权的情形下,只是通过行政权单方面确定养殖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双方无法就设立

养殖权中的权利义务作出细化约定,当事人违反义务也主要产生行政责任,而无法通过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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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27〕

〔28〕

〔29〕

〔30〕

参见石峰主编:《渔业养殖权法律制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见前注〔5〕,韩英夫文,第50页。
参见郭明瑞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见前注〔7〕,黄薇书,第388页。
同上注。
[德]鲍尔、斯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对当事人提供救济。而在通过合同方式设立养殖权的情形下,一旦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即可通

过违约责任等多种民事责任方式对当事人提供救济。三是有利于将法定义务转化为合同义务。
在通过合同方式设立养殖权的情形下,就可以将法律的规定转化为合同的义务,并且通过合同约

定将一些法律规定的义务进一步细化,在合同中作出更加全面的规定。例如,规定养殖权人在养

殖过程中必须保护环境,防止水域污染。养殖权人从事养殖生产不得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饵

料、饲料,而且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肥、使用药物,不得造成水域的环境污染。〔31〕

养殖权人不得擅自扩大养殖水域的范围,也不得擅自改变养殖的方式和养殖的水产品的种类等。
这将更有利于约束养殖权人,确保其正当行使权利。四是有利于维持养殖权的稳定性。在通过行

政审批的方式设立养殖权的情形下,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通过合同表示出来,也无法对行政

机关进行有效约束,这也使得养殖权可能处于不确定状态,养殖权可能被行政机关单方终止。“江
楼村民委员会诉福鑫围垦公司海域侵权纠纷案”就说明了这一点。1984年6月30日,福建省平潭

县人民政府向平原公社江楼大队颁发《滩涂水面使用权证》(该证划定的四至面积中包含一部分海

域面积)。江楼大队受证后,按照承包方式分包给村民开展养殖经营。2003年4月1日,平潭县

委、县政府联合会议研究决定,启动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江楼大队村民以该工程侵犯其养殖权为

由提起民事侵权诉讼。法院认为,该案核心争议在于江楼大队村民据以主张养殖权益的《滩涂水

面使用权证》之法律性质。依据相关规定,《滩涂水面使用权证》是县政府颁发的,持证人只有使用

权,颁证机关可以因发展规划进行变更、收回、注销和延展。〔32〕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养殖

权系经行政许可的授权产生,因此,平潭县人民政府对农民养殖滩涂及海域享有单方收回的行政

权力。〔33〕如果通过合同方式设立物权,则不仅可以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规定,约束双方,
而且可以维持养殖权的稳定性。

第二,公示。用益物权除法律规定外,都应当公示,养殖权也不例外。在养殖权设立的公示方

法方面,有必要区分养殖权设定的水域、滩涂的权利主体,即必须区分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与国

家所有的水域、滩涂。在国有土地之上设立的养殖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类似,其是对国有自然资

源的使用。因此,此类养殖权的设立应当依法办理登记。换言之,对于在国有土地之上设立的养

殖权而言,如果当事人只是订立合同,但没有办理登记,则权利人只是享有合同权利,而没有取得

具有物权属性的养殖权,因此,其有权基于合同约定请求有关机关办理登记,如果需要批准,权利

人也可以申请批准。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有关不动产权利登记范围的规定中,已经将海域使用

权纳入其中,但并没有规定养殖权登记规则。笔者认为,为满足养殖权登记的需要,有必要依据

《民法典》的规定,将养殖权纳入不动产权利登记的范围,并完善养殖权的登记程序。而对在集体

土地上设立的养殖权而言,其类似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定,实际上都是利用集体的自然资源,都
是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收益,性质上并不存在差异。〔34〕 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并不需要登

记,则此种养殖权的设立也不应当要求必须登记,其可以基于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合同直接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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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33〕

〔34〕

参见《渔业法》第19、20条。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岚民初字第738号。参见韩英夫:《渔业权的物权结构及其

规范意涵》,载《北方法学》2021年第1期,第47页。
见前注〔5〕,韩英夫文,第47页。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2条规定:“本法施行前,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的

养殖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经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核准,可以将海域使用权确定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用于养殖生产。”据此,在集体土地之上设立的养殖权,在某些情形下也可

以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涵盖。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对于“四荒”土地也可以直接设立土地经营权,因此,如果养殖权是在

集体所有的“四荒”土地之上设立的,则其也不需要办理登记。当然,对于在集体土地之上设立的

养殖权而言,应当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即登记本身并非此种养殖权设立的条件,但如果当事人没有

办理登记,则无法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在此需要注意在水库之上设立的养殖权,虽然水

库通常位于农村,但其所有权归属较为特殊,一般归国家所有,由政府行使管理权,负责管理和维

护,但也存在一些小型的水库、湖泊等属于集体所有。〔35〕因此,对于在水库之上设立的养殖权,应
当在区分水库所有权的基础上,分别确定其设立方式。

关于养殖权的设立时间,同样需要对设立养殖权的水域、滩涂的所有权归属进行上述区分。
对于在集体土地之上设立的养殖权,应当自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生效时设立。而对于在国有土

地之上设立的养殖权而言,如前述,此种养殖权的设立既需要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还需要依法办

理登记,该权利自登记时设立。需要指出的是,养殖证只是权利人取得权利的凭证和证明,其颁发

也并非权利人取得养殖权的必要条件,即便行政机关没有对权利人颁发养殖证,但如果已经办理

了登记,也应当认定权利人已经取得了养殖权。此外,如果证书与登记不一致,则应当以登记

为准。
(二)养殖权的流转

在法律上将养殖权界定为一项物权,才能使得养殖权可以像所有权一样进行流转,从而使

该权利流转到更能有效利用水域、滩涂的权利人手中,更好地发挥相关水域、滩涂的价值。同

时,将养殖权界定为一项用益物权后,养殖权人也可以将养殖权依法出租、设定抵押,该权利也

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36〕这也可以解决我国养殖权转让、抵押无法可依的难题。〔37〕反之,如果

将养殖权界定为一种行政许可权,则其无法转让,因为行政许可是许可某个特定主体从事特定

活动。如果允许转让,将削弱行政许可的功能,也有违行政许可法的规定,〔38〕而且其可能因为

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39〕但养殖权应可以依法转让。从比较法上来看,养殖权被普

遍承认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可以流转。例如,日本法上的“入渔权”制度和普通法上的“个体可转

让配额”制度。〔40〕事实上,我国《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第13条规定了转包、出租、入股、
转让和互换的养殖权登记办法。

因此,在将养殖权界定为用益物权后,应当承认养殖权的流转。具体而言,养殖权的流转方式

主要包括:
第一,转让。从有效利用资源的角度,应当鼓励养殖权的转让,即通过养殖权的转让,使水域、

滩涂的使用权流转到更能有效利用其价值的主体手中。尤其应当看到,在养殖权人更换职业、经
济困难或丧失养殖能力时,养殖权的转让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鉴于养殖权与捕捞权不同,针对

捕捞权,《渔业法》禁止捕捞许可证的转让和出租,但不应当将此禁止也适用于养殖权的场合。解

释上应当允许养殖权的自由转让。〔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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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39〕

〔40〕

〔41〕

参见陈晨、王胜、樊荣禧:《当前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九大难点问题探讨———以南

京法院审判实务为视角》,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1期,第87页。
见前注〔13〕,梅夏英、高圣平书,第305页。
参见屈茂辉:《自然资源法总论》,湖南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15页。
参见曹士兵:《中国担保制度与担保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257页。
参见王轶:《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参见崔建远:《论渔业权的法律构造、物权效力和转让》,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参见崔建远:《准物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



第二,出租。按照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规则,既然允许养殖权的转让,则也应当允许养殖权

的出租,因为出租并不改变养殖权主体,而只是将养殖权的部分权能交由他人使用。〔42〕在养殖权

人将其对相关水域的养殖权在一定期限内出租给他人时,该租赁期限不得超过养殖权的剩余期

限,否则超过的部分无效。
第三,设立担保。所谓设立担保,是指将养殖权作为一项担保财产,为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

养殖权具有较高的财产价值,当然可以用于担保。养殖权人既可以为自己债务的履行提供担保,
也可以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允许权利人将养殖权担保,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养殖权的交换价

值,并为养殖权人提供融资途径。
第四,其他流转方式。养殖权的其他流转方式包括养殖权的入股、互换等。《水域滩涂养殖发

证登记办法》规定以入股方式流转的,不需要重新办理发证登记,互换的则需要重新进行发证

登记。
但须注意的是,养殖权的可转让性并不意味着养殖权可以绝对自由地转让,养殖权的转让是

否应当经过批准,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养殖权的流转原则上需要经过批准,因为养殖权的受让人

是否具有养殖的资格,政府应当进行审核。养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养

殖,如果权利人将其转让给没有达到条件的主体从事养殖,有可能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养

殖外来物种、投喂的饲料不符合规定,可能带来食品安全的问题。如果转让不需要批准,则养殖权

设立时批准要件的设置也可能因此被架空。但是关于养殖权流转的批准,有两点例外。一是以租

赁方式流转。由于此类方式并没有改变养殖权的权利主体,而只是涉及相关水域、滩涂的利用,对
此类流转方式,如果承租人没有履行环境保护等义务,仍然应当由养殖权人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是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之上设立的养殖权。如前述,在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之上设立养殖权并

不需要经过批准,在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生效后,养殖权即可依法设立。因此,此种养殖权的流转

并不需要行政机关的批准。但由于养殖权的流转可能构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流转,此时应当取

得集体的同意。
在养殖权流转后,受让人应当在原合同范围内从事养殖活动,因为原合同约定是确定养殖权

内容的基本依据,受让人行使养殖权不得突破原合同的范围;同时,养殖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原
合同是确定该权利范围与权利内容的基本依据,在养殖权转让的情形下,养殖权人也无权超出该

权利的内容和范围转让养殖权,否则超出的部分无法发生效力。
(三)养殖权的征收

修订草案要求加强养殖者权益保护,明确规定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养殖证的,应当依法

给予补偿(修订草案第23条),这是修订草案的一大亮点。在实践中,经常出现政府收回养殖证的

情形。如基于规划需要,政府要将滩涂改为码头,或者修建大型工程等,均可能导致原养殖区域的

变更。《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规定了养殖必须办理证书,且规定了证书的收回原因和程

序。但行政机关收回证书的行为是否主要限于征收并应当符合征收的条件? 是否应当给予补偿?
在私法上是否应当视为养殖权已经消灭? 等等,仍然是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难题。

笔者认为,在法律上,之所以要承认养殖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就是要明确养殖权具有长期稳定

性,政府无法律依据不得随意终止养殖权。在养殖权存续期限内,行政机关的行为在符合征收的

条件的情形下有权终止养殖权,并收回证书。例如,国家因重要基本建设需要收回已经确认使用

权的浅海、滩涂上的养殖权,应当依据征收程序办理。养殖权既然是一种物权,除养殖权人严重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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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等情形外,政府基于公共利益收回养殖权的,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征收。政府在通过征收的方式

收回养殖权时,应当符合如下条件:一方面,养殖权的征收必须符合征收的条件。政府在征收养殖

权时,应当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不符合征收的法定条件时,政府不得任意收回养殖证,否则可

能导致养殖权极不稳定,不利于鼓励养殖权人进行长远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在征收养殖权时,应
当依法进行补偿。

关于征收补偿的标准,不同立法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区别。《矿产资源法》第26条对于矿业权

的征收规定了“公平、合理”的补偿,《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0条对于征收则是规定了“相应的”补
偿。这些表述其实都给了政府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何判断合理、公平,确实具有不确定性。依据

《民法典》第327条规定,基于公共利益对用益物权的征收,应当给予相应补偿。笔者认为,与前述

立法的规定相比,《民法典》第327条规定的“相应补偿”更为合理。所谓“相应”,其实是将损失作

为征收补偿的确定标准,即因征收造成多少损失,都应当足额补偿,这一补偿确定方式既有利于明

确征收补偿的标准,也更有利于保护养殖人的利益。关于养殖权被征收的补偿,依据《渔业法》第

14条、《土地管理法》第47条等规定,补偿金额可参酌被征收养殖权既往年均产值和安置人口数确

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可因地制宜确定具体标准。总之,养殖权的征收应保障被征收渔民原

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43〕

(四)养殖权的民法保护

对养殖权性质的界定也会影响养殖权的保护方式。如果将养殖权认定为一种行政许可,则行

政许可的效力由行政行为的效力决定。如前述,在“江楼村民委员会诉福鑫围垦公司海域侵权纠

纷案”一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的养殖权系经行政许可的授权产生,因此,认可平潭县人民政府对农

民养殖滩涂及海域进行单方收回的行政权力。〔44〕 因此,修订草案主要通过行政责任的方式对养

殖权予以保护。如果行政机关行为不当,如无正当理由收回养殖权,则受害人只能通过行政复议

的方式解决。这种保护方式显然是不足的。养殖权常常可能受到来自第三人的侵害,只有使其具

有排他性和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才能有效保护此种权利。因此,在《渔业法》修改中,承认养殖权为

一种物权,则在当事人就养殖权的权属等发生争议时,可以通过物权保护方法等保护养殖权,从而

可以对于养殖权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
如前述,养殖权在性质上应当是一种用益物权,据此,可以对养殖权提供如下三重民法保护:
一是物权法保护。在确认养殖权为用益物权以后,养殖权人因享有准用益物权,因而在其权

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行使物权特有的保护方法,即物权请求权,从而充分保护其权利。例

如,在行为人侵害权利人的养殖权时,养殖权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再如,在行为人的行为

妨碍养殖权人行使权利时,如行为人的相关设施遗落在相关水域、滩涂,影响权利人的养殖行为,
养殖权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排除妨碍。在此需要区分养殖权与通过养殖经营活动取得的产品之上

的所有权。对于养殖水产品,养殖人享有所有权,有权依法自由处分并获取收益。任何国家机关、
集体经济组织、个人不得非法干预养殖权人由此享有的经营自由。

二是合同法保护。如前述,养殖权的设立需要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该合同既是确定养殖权

内容、范围的依据,也是保护养殖权的重要依据。养殖合同生效后,即对双方当事人产生实质拘束

力,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这也可以为养殖权的合同法保护提供重要

依据。尤其是政府机关应当严守合同,不得违反合同的约定。例如,在行政机关违反合同约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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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7〕,黄薇书,第410页。
见前注〔5〕,韩英夫文,第47页。



当缩减养殖水域的范围,或者在合同约定的养殖期限届满前要求收回养殖证的,养殖权人有权予

以拒绝,并可以依法主张违约责任。
三是侵权责任法保护。养殖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也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行为人非法

侵害他人养殖权的,权利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例如,行为人非法干涉权利人行

使养殖权的,权利人有权请求承担停止侵害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侵害养殖权的行为造成养殖

权人损害的,权利人还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此也需要区分行为人侵害

养殖权的行为与侵害养殖权人通过养殖经营活动取得的产品的行为,前者构成对养殖权的侵害,
而后者则构成对养殖权人相关财产所有权的侵害。

三、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关系的协调

(一)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是两种不同的用益物权

以养殖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为中心,构建养殖权制度体系,必须协调好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关

系。养殖权人从事养殖活动,需要利用特定的海域进行养殖,因此与海域使用权具有密切的、不可

分割的关系。养殖权不同于捕捞权,它是一项以水域为标的物的权利,而不是以水产生物资源为

直接标的物的权利。〔45〕养殖权和海域使用权这两种权利可能同时涉及对海域的利用问题。严格

地说,从海域的利用形态上讲,海域使用权应当是养殖权的一个上位概念。权利人取得海域使用

权后,可以利用海域养殖、建设、从事观光旅游等。这两种权利在内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主
要表现在:如果海域使用权人要利用特定的海域从事养殖活动,将可能导致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

的冲突。那么,海域使用权人经过申请批准,获得海域使用权证书之后,是否还必须取得养殖权证

书? 反之,养殖权人如果经过申请批准,获得养殖许可证书之后,是否还必须取得海域使用权证

书? 两种权利之间是重叠的还是相互冲突的? 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比较法上,许多国家的立法认为,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属于两项相互独立的权利类型。在我

国,关于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之间的关系,学理上存在不同观点。一是单一海域使用权说。该学

说认为《物权法》只应当规定海域使用权,而不应当规定养殖权,因为海域使用权可以涵盖养殖权

的所有内容。而在其他水面上的养殖权,可以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扩大解释来解决。养殖权从

来不是,也不应当成为民法上的权利。〔46〕 有学者建议,应当保留海域使用权,将养殖权并入海域

使用权之中。〔47〕相应地,养殖权证也将因为海域使用权证的存在而丧失意义,养殖权成为海域使

用权的下位概念。〔48〕二是单一养殖权说。此种观点认为,《物权法》只应当规定养殖权,而不应当

规定海域使用权。因为养殖权可以包括所有水面上的养殖,而海域使用权只能包括在海域上的养

殖。且海域使用权缺乏调整目的和功能,如果海域用于养殖,就应当以养殖权来代替;如果海域是

用于捕捞,就应当以捕捞权来代替。〔49〕三是双重权利承认说。此种观点认为,尽管养殖权和海域

使用权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它们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50〕因此,立法上应当同时承

认这两种准用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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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宪忠、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物权编3》,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
参见尹田主编:《中国海域物权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见前注〔5〕,韩英夫文,第50页。
参见刘文钊、李志文:《论渔业权及其性质》,载《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5期,第155页。
参见崔建远:《海域使用权制度及其反思》,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
见前注〔25〕,石峰书,第55页以下。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立法机关认为,养殖权和海域使用权都是对水域、滩涂等进行物

权性利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区别,海域使用权人可以不利用特定的海域从事养殖,而仅仅只是将特

定的海域用于旅游、观光等。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导致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的冲突。养殖权和海

域使用权针对的客体也存在不同,养殖权还可以针对内陆的湖泊、滩涂等。我国司法实践也认可

同时颁发养殖许可证与利用相应土地的使用权证。
我国《民法典》在总结前述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在第328条和第329条规定了

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并将二者规定为相互独立的两种用益物权类型,此种立场值得赞同。从理

论上说,将海域作为立体空间进行分层利用是可行的,这有利于最大限度避免养殖权的排他性,提
高海域整体规划利用的效率和科学性。〔51〕《自然资源部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的

通知》也指出,要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工作,其第2条明确提出鼓励对养殖用海进行立体分

层设权。一般而言,海域可分为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四部分,其中水面、水体和海床可采用浮筏

养殖、网箱养殖、底播养殖等多种方式。〔52〕但海域立体分层设权仍然难以解决养殖权与海域使用

权作为两类不同的用益物权的矛盾,如果坚持《民法典》关于海域使用权和养殖权的用益物权定

位,那么两类用益物权在内容上必然存在着重叠和交叉,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用益物权,在法律上

可以作出区分,其主要区别表现在:

第一,设定目的不同。养殖权的设立目的是利用水域从事水生动植物的养殖,并保持动植物

生长,〔53〕但通常并不需要利用水域之上的空间;而海域使用权设立的目的非常广泛,除了可以从

事养殖活动外,还包括从事拆船、旅游娱乐、盐业矿业、公益事业、建设工程等诸多活动。〔54〕当然,

随着海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海域的利用方式日益丰富发展,海域使用权的具体内容还将

有新的发展。

第二,客体也有所不同。海域使用权的客体是海域,而养殖权的客体是所有的水面和滩涂,包
括江河湖泊等的水面。〔55〕根据《渔业法》第2条,在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一切其他海

域均可设立养殖权;而海域使用权的范围仅限于海域本身。尤其是养殖权人可以在集体所有的水

域进行养殖,从而使得养殖权与承包经营权具有类似性;而海域使用权人只能利用专属于国家所

有的海域。
第三,适用的法律不同。《民法典》物权编只是对养殖权和海域使用权作了原则性规定,两者

的具体内容要根据特别法来具体确定,其中养殖权主要依据《渔业法》确定,而海域使用权要适用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56〕

(二)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的冲突及其解决

养殖本身也需要利用水域,海域的使用也可能包括养殖。《渔业法》第11条规定养殖权人有

权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但根据《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5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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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52〕

〔53〕

〔54〕

〔55〕

〔56〕

参见朱晖、张新聪:《近海渔业权冲突的法律路径分析》,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9年第1期,第109—

110页。
参见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的《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宗海范围界定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函〔2023〕

2234号)第4.2条。
参见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第二版)》(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2页。
参见《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5条。
见前注〔8〕,崔建远书,第138—139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理解与适用

(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631页。



规定,海域使用申请人可以利用海域从事养殖。由于全民所有的水域包括了海域,所以申请人可

以申请利用国有的海域从事养殖业。如果海域使用权人将特定的海域用于基本建设、养殖等,这
就可能导致海域使用权与养殖权之间的冲突。由于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作为物权均具有排他性,
因此,在同一水域内同时存在时可能会产生权利的冲突。尤其是目前由于养殖与海域的利用是两

个不同的部门在管理,且分别发证,如果将这两项权利配置给不同的主体,即可能发生权利

冲突。〔57〕

针对养殖权和海域使用权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法律上有必要作出一个整体的设计,不能因

确立两项权利,使权利人增加取得此项用益物权利益的成本。应当看到,养殖权的设定未必会导

致在先的海域使用权的损害,反之亦然,因此,养殖权与海域使用权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效力位

阶。〔58〕笔者认为,如果将养殖权认定为用益物权,二者都具有物权的排他性,基于物权的规则解

决该冲突,即应基于物权优先性的规则解决。具体而言,成立在先的权利将排斥成立在后的权利。
在养殖权成立在先的情形,不得新设立海域使用权并无疑问。如果在同一海域范围内,不同的申

请人都获得了许可证书,如某人从事养殖业,他人从事建造、开采等活动,在此情况下,可以考虑根

据两项规则来解决,即根据物权法中的“先来后到”规则。如果两项权利之间发生直接冲突,譬如

一人根据养殖权要求从事养殖,另一人根据海域使用权也要求进行养殖活动,则应根据两项权利

设立的时间顺序来解决冲突。因为物权本身具有排他性,在先权利借助公示制度,可以取得对在

后的优先性。根据《民法典》第346条的规定,新设定的用益物权不得损害已设定的用益物权。例

如,某人首先在特定的海域取得了养殖权从事养殖,另一人以后又取得海域使用权来从事开采、建
造等活动,则开采、建造等行为不得影响他人的养殖活动。与此类似,如果海域使用权成立在先,
则不应得出养殖权不能被设立的结论。〔59〕

当然,对于这一问题,更高效的解决方式是统一发证。如果能够通过颁发一个权证解决权

利归属,则显然可以更好地避免权利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根据当事人设立权利的

目的来考虑。如果当事人仅仅想从事养殖业,则可以考虑申请设立养殖权;而如果当事人要从

事养殖以外的活动,例如开采、建造等活动,则应申请设立海域使用权。其次,也要考虑简化当

事人的登记申请程序。例如,如果申请人要利用特定的海域从事养殖,已经获得一种权利的权

属证书,就视为其同时获得了两种权利的资格,已经取得了另一个部门的审批。但是如果不是

利用特定的海域从事养殖活动,而是从事其他活动,或者主要是从事养殖活动同时还要从事一

些其他附属性活动,则必须取得海域使用权证。如果申请人不仅仅利用海域,还要利用其他土地

进行养殖,那就需要取得养殖许可证。当然,负责审批两项权利的政府部门之间必须有必要的协

调和信息共享机制。

四、结  语

准确界定养殖权的性质,是《渔业法》修改中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如前述,关于养殖权的性

质,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行政许可模式;二是用益物权模式。对养殖权性质的界定将直接决定该

权利的设定、流转、征收以及保护等问题。笔者认为,《民法典》作为基础性法律,确立了养殖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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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见前注〔48〕,刘文钊、李志文文,第155页。
见前注〔56〕,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书,第631页。
见前注〔25〕,石峰书,第56页。



用益物权性质,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应当以《民法典》为基础,进行修订完善。《渔业法》颁行已经

40年,中间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没有触及根本性的问题,即养殖权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权利。既

然《民法典》已经确定了养殖权的用益物权属性,则《渔业法》在规定养殖权的制度、规则体系时,就
应当与《民法典》的规定保持一致,即《渔业法》应当从用益物权的角度规定养殖权,使其回归物权

属性。当然,《渔业法》在具体规定养殖权的规则时,应当区分在国有土地之上设定的养殖权与在

集体土地之上设定的养殖权,分别规定其设定、流转等规则。

Abstract TheongoingrevisionofChina􀆳sFisheriesLawnecessitatesarecognitionofaquaculture
rightsasusufructuaryrights.Althoughtheestablishmentofaquaculturerightsrequires
administrativelicensing,theyconstituteanindependentcategoryofusufructuaryrightsaffirmed
bythe Civil Code.Aquaculture rightsinherently posses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ofusufructuaryrights.Recognizingtheirusufructuary natureprovidesthe
doctrinalfoundationforconstructingacomprehensiveregulatoryframeworkforaquaculture
rights.Recognizingaquaculturerightsasusufructuaryrightsfurtherenablestheapplicationof
theCivilCode􀆳spropertyprotectionrulestosafeguardfishers􀆳legitimateinterests.TheFisheries
LawshouldalignwiththeCivilCodebyrefiningtheaquaculturerightsregimeaccordingto
usufructuary principles,including establishing such rightsthrough property registration.
Clarifyingthesubstantivecontentofaquaculturerightsasrealrightsensurestheirprotectionvia

propertylawremedies.Giventheirusufructuarycharacter,thecreation,transfer,expropriation,

andprotectionofaquaculturerightsshoulduniformlyadheretogeneralpropertylawrules.
Notably,aquaculturerightsandseaareauserightaredistinctyetinterrelatedlegalrights.
Potentialconflictsbetweenthemmustberesolvedthroughgeneralrulesinpropertylaw.
Keywords AquacultureRight,Usufructuary Right,Sea Area UseRight,Fishing Right,

Fisheries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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